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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能源问题更需要哲学思维  

国际战略研究室  沈骥如 

    截至2004年末，中国煤炭探明可采储量占世界可采储量的12.6%，石油占4.5%，天然气占1.5%。人均煤炭占有量仅约

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/2，石油仅约1/10，天然气仅约1/20。目前，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矿石能源消费国

和温室气体排放国。全国每年因酸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NP的1%～2%，并且使中国在世界上面临温室气体减排

的巨大道义压力。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障碍，也是影响中国与

其他大国关系、影响中国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消极因素。 

   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战略、法律和法规，其中包括《可再生能源法》。全国上下

已经为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积极行动起来。然而，已经有不少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了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，大致

有： 

    （1）各项政策、法规缺乏细则、缺乏统筹，不好执行，甚至存在矛盾、漏洞。 

    （2）政策执行有摇摆，例如强调环境问题时，要求限制煤炭的使用，而国际油价上升时，又要求增产煤炭。 

    （3）重视“救急”的措施，而忽视对根本解决能源问题的战略性努力。在今后二、三十年能源问题彻底解决之前，

中国到海外找油是一种不得已的“救急”措施，因此是一种“过渡性”的解决方案。在海外找油的同时，应把更大精力和

人力、财力投入到国内实施能源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上，即大规模地开发风能、太阳能、生物能和氢能，进行一场告别矿

石能源的“能源革命”。如果忽视了这个方面，一味不惜代价、不考虑国际政治环境地在海外找油，就会使中国面临极大

的经济和政治风险。按照目前规划，2020年中国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分别要达到3015万千瓦和180万千瓦，生物能源要达

到3 000万千瓦。这些规划目标表明，中国对可再生能源这种最终解决方案的投入力度还远远不够。 

    （4）“煤变油”是一种立足于国内的、可赢利的、清洁的过渡性解决方案，但是有人予以反对。氢能源技术已经接

近成熟的最终解决方案，但有人以成本高、不安全为理由予以贬低。试问，哪个新技术在开发之初就是十全十美又价格低

廉的？不能不说，类似的反对意见是拘泥于传统经验或部门利益的狭隘、保守思想。 

    （5）在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上，偏好跟着别人走，而不敢做出大胆自主创新的战略决策。例如，油电双燃料汽车是国

外的一种过渡性解决方案，花的钱很多，而使用氢能源的燃料电池汽车是交通工具的最终解决方案，开发经费不见得比双

燃料汽车多。中国本应把力量集中在开发后者，但现在两种汽车都在研发，分散了有限的财力。这表明，我们缺乏进行战

略决断的判断力和决心。 

    聪明人也会犯错误，但聪明人更会改正错误。爱因斯坦在1932年曾经断言：“没有任何一丝迹象表明人类可以获得核

能量，因这意味着原子将被随意切割。”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当他得知德国在研究核武器时，曾两次上书罗斯福总

统，力主发展核武器。罗斯福总统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投入了巨额资金，研究“切割”原子的方法，人类终于掌握了核能。

爱因斯坦修正自己错误的决心，与其说是来自于技术，不如说是来自他对人类命运关怀的哲学。 



    掌握了哲学的聪明人，更能做出跨越式的战略判断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中央征求钱学森的意见：是先发展飞

机，还是先发展火箭。钱学森做出了一个与常人不同的判断：先发展火箭。理由是飞机需要耐久性和零件互换，对批量制

造技术和材料的要求很高。而火箭是一次性使用，对中国的工业来说，困难相对少些。而国际环境更需要中国发展火箭而

不是飞机。这是一个建立在对技术、工业基础和国际政治综合分析基础上的哲学判断。 

    由此看来，解决能源问题不仅需要政策、技术和资金，还更需要爱因斯坦和钱学森式的哲学思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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